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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地理单元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要素，行政区划常常造成相对独立的自然地

理单元的人为割裂，产生空间阻碍效应，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流域水资源作为一种流动性的自然资源要素，贯穿

于流域上下游行政区之间，区划隔离效应更加明显。文章以新安江流域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用经济增长收敛模型和

改进的 Barro 回归分析方法，探讨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非均衡发展特征和行政边界效应，揭示不同时段的行政边

界效应演化规律。研究表明:①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差距总体呈现“先收敛、后发散”的演化特征，尚未形

成一致 67收敛性，经济非均衡性呈现“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变化态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空间单元发展

速度相对较快，朝着自身稳态的经济发展水平收敛，具有显著的绝对收敛特征，各行政区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趋

于消除。②新安江流域经济增长存在典型的行政边界效应和结构性特征，行政边界影响了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速度，

限制了流域经济一体化。③省际行政边界对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屏蔽效应，表现出差异化的演化过程，

非均衡性的省际行政边界效应从2005-2011 年的 0.0023 上升到 2012-2017 年的 0.0244，增速为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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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然地理单元，在长期的人类活动作用下产生了一种空间整体性强和区域关联度高的人地关系地域系

统。流域水资源在时空上连续分布，流域内各种自然要素之间、自然要素和经济要素之间联系密切,上下游地区间相互联系、相

互影响。行政区划是决定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1-2］。长期以来，行政区划的客观存在人为割裂了流域各要素和各区段

之间的空间联系，使得流域被不同行政区域分割管辖，表现为流域管理上的“条块分割”、区域管理上的“部门分割”等状态。

特别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流域地区，行政区划隔离效应更加明显，表现出碎片化发展、非均衡发展倾向，制约着流域经济一体

化发展进程。基于行政区划视角开展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是探究流域协调发展新路径、实现流域管理与行政区管理相结

合的积极尝试。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非均衡是区域经济差异的具体表现［3］，非均衡发展的实质是区域差异性

不断演变的最终表现［4］。学术界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成因［5］、非均衡空间格局［5］、非均衡发展特征［6］以及非均衡发展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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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影响［7］等方面开展大量研究。行政区划影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行政边界作为一种自然和体制作用下形成的综合性

空间地理要素［8-9］，阻碍生产要素跨行政区域自由流动［10］，对区域发展具有显著的屏蔽效应［11-13］和中介效应［14-16］，行政管理［1］、

区域空间地理位置
［17］

、消费者本土偏好行为
［18］

、区域异质性
［19］

、名义汇率波动™等是影响行政边界效应形成的主要因素。作为

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流域和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区域［21］。国内外学者对跨行政区流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行政区流域水

污染治理［22-23］、流域生态补偿［24］、流域生态功能分区［25］等方面，而较少研究跨行政区流域的行政边界效应问题。尽管国内外学

者对区域经济非均衡、行政边界效应、跨行政区流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已有研究主要从行政区域尺度对区域经济发展

非均衡性进行探讨，从流域尺度开展经济非均衡发展研究相对欠缺;主要探究流域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尚未揭示行政边界

对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的影响。因此，基于行政边界视角对流域经济非均衡性和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行研究具有明显的

迫切性，是解决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需要。 

基于此，本文以新安江流域为案例地，综合采用经济增长收敛模型和改进的 Barro 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

济非均衡发展特征及其行政边界效应，揭示流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行政边界效应的演变规律，以期为推动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新安江发源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横跨安徽和浙江两省，是安徽省内仅次于长江、淮河的第三大水系，是浙江省重要饮

用水源地和华东地区重要战略水源地，因此流域一体化发展成为皖浙两省的关注重点。新安江流域范围包括安徽省黄山市的屯

溪区、徽州区、歙县、休宁县全境，黄山区、黟县、祁门县的部分地区，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的部分地区，浙江省杭州市淳安

县全境、建德市的部分地区（图 1）。新安江流域总面积约11500km2，安徽省占58.8%、浙江省占 41.2%;流域干流长度约 359km,

其中安徽省境内 242.3km，占流域总长度的 67.5%;浙江省境内116.7km，占流域总长度的32.5%。 

作为区域经济的特殊空间，新安江流域各行政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滞后于经济一体化速度。2012

年，在财政部、原环保部指导下，皖浙两省在新安江流域正式实施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2017 年，新安江流域

范围内的黄山市、宣城市、杭州市的 GDP分别为645.7亿元、1188.6亿元、12556 亿元，人均 GDP分别为 46742元、45582元、

134607 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由于行政区划上的条块分割，生产要素难以跨行政区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黄山市、宣城

市、杭州市的经济发展与行政区划出现了矛盾，存在明显的“行政区经济”结构态势，制约着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地区经济协调

发展。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新安江流域不同行政区间的行政区划利益格局加剧了区际竞争，“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弊端逐渐

显现，破解“行政区经济”已经成为新安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图 1新安江流域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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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新安江流域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是一个生态系统与经济生产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紧密联系的人地耦合系统。

由于受到现行行政边界的硬约束，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差距长期存在。为分析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特征

及其行政边界效应，本文采用经济增长收敛模型和 Barro 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1.2.1 经济非均衡性测度模型 

新安江流域范围内的黄山市、宣城市和杭州市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不同，本文选择收敛模型和σ收敛模型对新安江流

域行政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特征进行动态研究。 

①σ收敛。经济增长σ收敛能够反映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随时间的变动情况，主要用来分析新安江流域行

政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离差，是指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缩小，最终经济发展落后的区县追

赶上经济发达的区县。如果经济发展水平的离差随时间呈下降趋势，说明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增长存在σ收敛，即经济发展

的非均衡性逐渐缓解;反之，行政区经济增长不存在σ收敛，即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不断加剧。为了克服单一指标的局限性，本

文选取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两个指标对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的σ收敛特征进行分析，揭示各区县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的动

态变化规律。 

变异系数是用来衡量新安江流域各区县经济发展差距的离中趋势，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yi 为新安江流域第 i个区县的人均 GDP；μ为 yi的均值；σ为 yi的标准差;n为新安江流域区县个数。 

泰尔指数是用信息论中的熵指数概念来衡量新安江流域各区县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计算公式如下： 

 

②β收敛。σ收敛结果表明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变化趋势，难以说明流域行政区整体经济发展的收敛速度，

也不能量化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非均衡的总体特征。β收敛是经济发展速率的收敛，能够反映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差距

的长期变动规律。因此，为了分析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差距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动趋势，本文进一步采用收敛模型来衡量

新安江流域行政区间经济发展的收敛速度，明确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实现均衡发展的速率。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

β收敛模型，构建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的绝对收敛经典模型［26］，初始模型为： 

 

式中：yi,t 为新安江流域第 i 个区县在 t 时期的人均 GDP；yi,0 为第 i 个区县初始期的人均 GDP。如果参数β为负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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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安江流域行政区间人均 GDP 的平均增长率在 0-t 时间内与初始时期的人均 GDP 呈负相关关系，即经济发展落后区县的人均

GDP 增长速度比经济发达区县要快，因而存在β收敛。 

在此基础上，得到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收敛所达到的稳态值γ0、收敛速度θ以及收敛的半生命周期τ: 

 

1.2.2 行政边界效应测度模型 

行政边界的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二者是行政区内部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1990 年代以克鲁

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概念引人经济系统，构建多种区域专业化和国际贸易流量的模型测度行政边界效应。根据条

件β趋同分析框架，利用 Barro回归方程分析新安江流域内皖浙两省的省际行政边界效应。Barro 回归方程为[27]: 

 

式中： 表示新安江流域第 i个区县 t到 t+T 时间内人均 GDP 的平均增长速度；Xi,t 表示刻画

新安江流域第 i个区县在 t时期保持稳定状态的一组变量；γ表示 Xi,t的一组系数变量；εi,t表示残差项。 

为了便于对新安江流域不同区县经济发展差距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需要对 Barro 回归方程进行修改。现假设新安江流

域内两个区县 A和 B经济发展具有相同趋同速度和趋稳定状态，则 Barro 回归方程为： 

 

新安江流域范围覆盖黄山市、宣城市和杭州市的10个区县，不同区县之间的空间距离影响各区县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作用，

相邻区县在经济上更容易实现经济互补。因此，在公式(7)基础上，通过引人距离 Distance、虚拟变量 Border 等控制变量，构

建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的行政边界效应测度模型： 

 



 

 5 

式中： 义分别表示新安江流域两两区县在t+T和t时的人均GDP比值;Border表示对省际行政边界进行度量的变量，

如果跨省比较 Bonk=1，如果省内比较 Border=0;Distance 表示两个区县之间的距离;α0 为常数项；α1、α2、α3 为各变量的

系数；εt表示残差项。根据α2的符号和数值能够定量分析新安江流域省际行政边界效应，判断省际行政边界是否影响新安江

流域行政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如果α2 显著大于 0,表明新安江流域行政区存在省际边界效应，省际行政边界阻碍了新安江流域

行政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 

为了准确判断新安江流域皖浙两省的省际边界区域样本在回归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利用邹检验(Chow Test)对流域各

区县是否存在结构性变化进行检验。因此，分别以新安江流域范围内安徽省和浙江省的区县样本构建两个无约束的回归方程，

用新安江流域各区县的总样本构建一个有约束的回归方程，并用回归的残差平方和构造 F统计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RSS、RSS1、RSS2 分别表示一个有约束方程和两个无约束方程的残差平方和；K为方程的参数个数；N1、N2 分别表示

两个无约束方程的样本数；F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K,N1+N2-2K)的 F分布，如果计算出的 F值大于给定α水平下的临界值，则拒

绝两个无约束方程回归相同的假设，表明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增长存在结构性变化，即省际行政边界对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

济一体化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1.3 数据来源 

为保证空间单元数据的连续性，本文选择新安江流域范围内黄山市的屯溪区、徽州区、歙县、休宁县、黄山区、黟县、祁

门县，宣城市的绩溪县，杭州市的淳安县、建德市等 10 个区县作为研究对象。2004 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提出建

立流域生态共建共享示范区的理念，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尺度迅速上升到国家尺度，开启了新安江流域行政区各级

政府全面合作的新阶段。因此，本文以 2005-2017年为研究时间段，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6-2018年的《黄山市统计年鉴》《宣城

市统计年鉴》《杭州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区县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安江流域各区县之间的距离通过 Google 地

图测量得到。 

2 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非均衡性 

2.1 经济非均衡性特征 

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先收敛、后发散”的趋势，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呈现先缓解后加剧的“U”

型变化态势。黄山市、宣城市、杭州市等不同行政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不同、资源分布不均，致使新安江流域不同行政区

经济发展差距日趋增大,经济发展非均衡现象具有不同的表征状态。 

2005-2011 年，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7收敛现象，表明该阶段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差距持续

减小，经济发展的区域非均衡特征正在逐渐消除，即经济发展水平在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空间布局逐渐趋于合理化（图 2）。经济

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从2005年的0.3579、0.0231下降到2011年的0.3038、0.0171，变动幅度为-15.12%、-25.97%，

总体呈现相同的下降趋势。2012-2017 年，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发散性状态，表明该阶段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

发展差距不断增加，经济发展的区域非均衡特征趋于显性。自2012 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以来，流域上游地区累

计拨付补偿资金 37亿开展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城镇垃圾污水治理、工业点源污染治理、河道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等方面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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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区域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图 2新安江流域经济非均衡性特征 

2.2 经济非均衡速度 

为更好研究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速度，根据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的σ收敛结果和新安江流域生态补

偿机制试点实践历程，将 2012 年作为新安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分界点，将研究样本划分为 2005-2011 和 2012-2017 年 2个时间段，

并利用 OLS 分别对 2005-2011,2012-2017 和 2005-2017年三个时间段进行绝对β收敛分析（表 1）。 

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各行政区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趋于消除。2005-2011、2012-2017 和

2005-2017 年期间，新安江流域经济增长的β估计值都为负值（-0.1175、-0.1837、-0.1480），表明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

存在绝对β收敛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浙江省经济发展速度低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安徽省经济发展速度，最终随着时间的

推移趋向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上。 

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实现均衡发展的收敛速度相对缓慢、收敛时间相对较长，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2005-2011、2012-2017

和 2005-2017 年期间，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收敛速度分别为 0.96%、1.56%和 1.23%，收敛时间分别为 72、44 和 56 年，

表明新安江流域经济发展速度差距以每年 0.96%、1.56%和 1.23%的速度趋近于收敛的平衡状态，小于国外学者关于收敛速度在

2%左右的结论［28］。如果保持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趋势不变，流域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人均GDP 差距缩小一半分别需要72、

44 和 56 年的时间。新安江流域各级政府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持

续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致使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的收敛速度加快、收敛时间缩短。 

3 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非均衡性的行政边界效应 

3.1 行政边界效应的结构分析 

皖浙两省内和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存在趋同现象，但皖浙两省间的经济发展存在趋异现象。根据新安江流域 10个区

县的空间分布和地理位置，将其分为省内和省间两类样本，并对省内、省间和全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表 2）。在省内和全部样

本的回归结果中，α1 为负数，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新安江流域各区县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幅度与初始差距呈负

相关关系，即省内和流域内各区县经济发展存在趋同现象。在省间样本的回归结果中，α1为正数，表明安徽省和浙江省之间经

济发展差距缩小的幅度与初始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即皖浙两省间的经济发展不存在趋同现象，而是存在趋异现象［29］。 

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效应。为了深人分析新安江流域皖浙两省内部和两省之间区县经济发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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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结构性变动，利用 Chow 检验得到 F统计量为 6.630，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新安江流域皖浙两省各区县间

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与流域全部样本的变化存在结构性变动，且两者的变动方向相反、变动存量存在显著差异，表明省际行政

边界阻碍皖浙两省各区县间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速度，即新安江流域行政区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效应。 

表 1新安江流域经济非均衡性特征速度 

变量 2005-2011 2012-2017 2005-2017 

α 1.5383 2.9923*** 2.2094*** 

β -0.1175 -0.1837* -0.1480 

γ0 1.3766 2.5279 1.9246 

θ 0.0096 0.0156 0.0123 

τ 72 44 56 

R2 0.0140 0.0515 0.0082 

 

注：*、**、***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1%的统计检验。表 2-表 3同。 

表 2新安江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 

 省内 省间 全部 

α0 0.1540*** 0.0498 0.1637*** 

α1 -0.1854*** 0.0571 -0.1798*** 

R2 0.0462 0.0050 0.0573 

N 29 16 45 

 

注:实证模型为乃+r-=a0
+aiyt+et° 

3.2 行政边界效应的时空演化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空间尺度的行政区划边界的硬性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直接影响区域

经济一体化发展。伴随着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行政区行政边界效应呈现出差异化的时空演变特征。为了揭示

行政边界效应的时空演变规律，参照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非均衡性特征，本文对 2005-2011、2012-2017 和 2005-2017 年三个

时间段的行政边界效应进行测度。 

行政边界对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具有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新安江流域是一种特殊

的地理空间单元，在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流域行政区经济依然存在，难以形成合理分工、共赢发展的协同发展格局，区域

行政壁垒现象日益突出。2005-2011、2012-2017 和 2005-2017 年新安江流域皖浙两省回归方程的α2分别为 0.0023、0.0244 和

0.0125，表明皖浙两省的省际行政边界对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阻碍作用，表现为显著的屏蔽效应，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边界屏蔽效应不断增加，流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下降。三个时间段的分别为-0.0225、-0.0210 和-0.0218,且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表 3），表明新安江流域皖浙两省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时间段内呈现趋同特征，存在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 

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的空间距离对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不明显。2005-2011、2012-2017 和 2005-2017 年新安江流域皖浙两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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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方程的为-0.0001，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新安江流域行政区间的空间距离对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不大。这是由

于新安江流域各区县间的距离相对较近，区县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合作持续推进、时空距离不断缩小，商品、服务、信息等生

产要素能够跨区域自由流动。 

表 3新安江流域行政区行政边界效应 

 2005-2011 2012-2017 2005-2017 

α0 0.0162** -0.0129*** 0.0028 

α1 -0.0225** -0.0210*** -0.0218*** 

α2 0.0023 0.0244*** 0.0125* 

α3 -0.0001 -0.0001 -0.0001 

R2 0.0179 0.1991 0.0504 

N 45 45 45 

 

4 结论与讨论 

①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呈现“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变化态势，行政区经济实现均衡发展的收

敛速度相对缓慢、收敛时间相对较长。新安江流域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流域各区县经济发展差距较为明显，总

体发展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具有“先收敛、后发散”的演化特征，尚未形成一致σ收敛性。新安江流域行政

区经济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空间单元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朝着自身稳态的经济发展水平收敛，各行

政区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特征趋于消除。正确对待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促进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有序自

由流动，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到流域经济的转变是流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②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差距存在结构性变动，变动存量存在显著差异，省际行政边界阻碍了各区县经济发展差异的

缩小速度。随着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流域各区县间的经济合作网络、一体化程度和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

区县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幅度与初始差距将呈负相关关系。但行政边界的硬约束阻碍了流域各区县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速度，

对新安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负面影响。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由于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会

持续影响流域经济发展质量，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新时代流域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科学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③省际行政边界对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表现为显著的屏蔽效应。新安江流域作为一种

特殊的地理空间单元，流域范围内不同行政区划单元的资源禀赋、市场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行政管理体制等因素不尽相

同，不同历史时期行政区划边界的硬性约束阻碍了流域行政区经济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从动态角度看，新安江流域行政区

经济非均衡性的省际行政边界效应呈上升趋势，不同时间段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性波动和差异化的演化过程。在中国现行的行政

管理体制下，行政区经济具有一定的对外排斥性，行政区经济非均衡性的行政边界效应会一直存在。流域一体化是流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坚持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为契机，突破边界屏蔽效应束缚，加强市场体制、公共服务、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管理体制等一体化建设，促进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是实现皖浙两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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